季羡林教授访谈录
杨澜：这里是杨澜工作室，今年八十八岁的季羡林教授，是学贯中西的一代鸿儒，虽然已经到了望九之年，但是每天仍然勤于笔耕。八十岁以后他还翻译了几十万字的作品，仅九七年一年他就完成了学术回忆文章二十一篇，散文八十三篇。当然除此以外，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任务，比如说他开了七十一次的会，接待了两千七百多人次的客人。采访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，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是从何谈起。不过我想季先生当了五十多年的教授，干脆就谈谈教授吧。大概是出于我个人的一点好奇，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他的衣着。 

杨澜：我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比较私人的一个问题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你一直都是穿中山装。 

季羡林：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改西服、改西装，我本身是不赞成的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欧美之所以经济那么发达，并不是因为它的穿着，我们老学人家的皮毛，所以本身我就反对，后来另外一种现象非常有意思，就是农民锄地，穿上西装打上领带，我觉得这是开玩笑。 

杨澜：那教授呢，教授穿西装顺理成章。 

季羡林：现在我有一个感觉，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我们过去出国，都有置装费，意思就是让你打扮打扮，结果发现特别是美国，非常随便，而且一直都是这样子，他那时候出国绝对不会给置装费，他平常穿什么就是什么。他觉得那是多此一举。另外我也感觉到，还是我刚才那句话，就是逆反心理的，就是让那些根本不知道外国文化为何物者让他去穿吧，我就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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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澜：一直穿中山装了。 

季羡林：一直穿中山装了，我出国也穿，现在我也不用再改了，有意成为博物馆的人物……不是标志。在国外，我就这样，不过有一个好处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一次我们出国，坐英国的轮船，它吃午饭必须穿礼服，我们哪有什么礼服？后来说我们的民族服装就是礼服。 

杨澜：这样倒省得多带一套衣服去。 

季羡林：就是，结果我们就可以昂然地进入那个餐厅。 

杨澜：我想您这一生中经历了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，就像您说的，您的心是一面镜子，可以照出中国在本世纪的发展。您是在一九一一年，辛亥革命前出生的，等于是还生在清朝的时候，后来您…比如说我们说学校吧，您读过私塾，然后又上过西洋的学堂，然后又出国留学。各种教育制度都曾经经历过。我读过您一篇文章叫《论教授》，也说到教授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他们的形象、面貌、生活状态都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能不能从北洋时期那个时候说起，您说那个时候的教授有一种教授架子，为什么呢？ 

季羡林：教授架子就是当时…拿“清华”来讲，当时的教授一般工资一百“大头”，比较高级一点的就是四百，那时候我们学生生活水平一个月六块大洋，吃得比现在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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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澜：能吃点什么呢？ 

季羡林：叉烧肉、狮子头… 

杨澜：那是不错。 

季羡林：杏花丸子、叉烧肉、狮子头，另外一个，“清华”有些教授，有一些，不是每一个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什么叫攻呢？有的人在“清华”当教授，南京让他当市长，或是新闻局的局长就走了。当你的任务没了，再回来教，所以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社会地位很高。存在决定意识，这样一个存在就决定教授自命不凡，于是就出架子。 

杨澜：那个时候的教授对待学生是什么样的态度？ 

季羡林：对待学生是…用现在的话，是等于两个阶级，学生一般都是比较穷的，一般。教授是架子极大，一般不大与学生来往。 

杨澜：听说您那个时候的系主任，在教莎士比亚的剧的时候，每节课念到那一句，不管是结束没结束都闭上课本就走人。 

季羡林：他是这样子，他不大会说汉语，也会写讲义，讲义大概恐怕也用了十几二十年了，大概也没怎么改，进来以后，什么招呼也不打，就念，铃一响，就停下来，不管这句子断了没断，停下来就走，也不跟学生讲话。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说是教授进来，站起来。没有这个习惯。 

杨澜：我们再说说到了…五十年代吧，五十年代那个时候，好象中国的教授也是还是地位挺高的，工资…像你那个时候要做一级教授的话，一个月也能拿三百多块钱。 

季羡林：北京叫六区，三百四十五。 

杨澜：那很高了，因为那时候普通的市民来说，一个工人的话，一个月也就挣二、三十块钱，你那个时候架子大不大？ 
三十块钱，你那个时候架子大不大？ 

季羡林：我那时候，但我这个人有好处的话，我这个人是没架子的，因为我感觉到架子这个东西，它是庸俗的，庸俗不堪。 

杨澜：而到了文革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，看您写的《牛棚杂忆》也是对那个时代的很真实的一个记录，那时候做教授成了一个倒霉的事。 

季羡林：那个时候我就是…《牛棚杂忆》里面写了没有，我记得好像写了，就是我悔不该离开农村，我六岁离开农村，我们家里边都是贫农。我要不离开农村的话可能是文盲或是半文盲，而且我绝对进不了牛棚。 

杨澜：您现在有没有后悔当年学了文化，做了教授呢？ 

季羡林：后悔…这看怎么说，我说那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，我就讲一个中国知识分子，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，不识字没有忧患，一识字就有忧患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特点。而且我最近又写了一篇短文，叫《走运与倒霉》，走运跟倒霉，这两个密切联系的。知识分子，他这样…在社会上有地位，特别是过去封建时代，中了秀才，这就有地位，在农村里面就是一号人物了。中了举人就觉得… 

杨澜：差不多该疯了。 

季羡林：得立旗杆了。中了进士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后来我就说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是这样子的。大概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一生走运，他绝对不会有成就。 

杨澜：那您现在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，也挺感激“文革”那段时间的倒霉日子。 

季羡林：在某种意义上感激，要没“文革”的话就没有《牛棚杂忆》，《牛棚杂忆》现在讲，我刚才说，《牛棚杂忆》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。 

杨澜：为什么呢？ 

季羡林：天天来信。现已经收到一百多封了。有一封信讲得非常好。一般人都是这样讲，他说“你替我出了一口气”。为什么我替他出了一口气呢？他跟我经历相同，没敢写，我敢，斗胆写出来了，而且出了，就等于给他出一口气。 

杨澜：但是，好像也有人说批评你，是吧？ 

季羡林：批评的非常少…批评我就是说，写得不够泼辣。 

杨澜：我记得您在《牛棚杂忆》里写到，在六十年代“文化大革命”波及到您的前夕，您在北京的郊区做“四清”工作，是不是这样子？ 

季羡林：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。 

杨澜：开始的时候。 

季羡林：我六五年在南口镇南口村。 

杨澜：那个时候当地的农民，一天的工分才挣一二分钱，但是那个时候您的工资加上国家的这种补贴能够达到四百多钱，所以那个时候就跟你们说，不要把自己的工资告诉农民。怕把农民给吓坏了。您现在敢把自己的工资告诉农民了吗？ 

季羡林：现在也不敢告诉，怕农民耻笑。 

杨澜：您现在工资有多少呢，能问吗？ 

季羡林：我的工资老一级，工资的基础是八百八十七，加上各种…反正是各种名目的一个月可以拿到两千块钱… 

杨澜：您好像有一次跟一个我们这儿收破烂的，就是收集废品的，不是您？ 

季羡林：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中文系的教授。他走在路上，收破烂的问他“陈教授，你相信不相信我的收入比你高”。陈教授近前答曰“很相信”。后来就问这收破烂的，说“你的收入怎么样”。他说“两千多块钱吧”。还打了折扣，不止两千。 

杨澜：所以人们说到现在的教授贬值了，这个贬值不光是指他的工资，他的购买力下降了，同时还是指我们现在好象有一种教授泛滥的一种现象，好象这是…过去评个教授是一件很荣誉的事，但是现在基本上谁都能够评得上了。 

季羡林：就是这样子。原来我开过玩笑，我说将来只要进了“北大”，包括工人在内，一进来就定教授。工资可以有区别。 

杨澜：为什么呢？ 

季羡林：可以省掉很多麻烦。在“北大”过去，正规地升教授要过五关，教研室一关，系一关，片一关，怎么叫片呢？外语片，学校一关，最后十个人小组一关，五关。很难，过了不几年，回顾一看，四周围…尽人皆教授矣。 

杨澜：还有一种叫“提退”的说法。 

季羡林：他是副教授，“提退”就是教授。 

杨澜：就是说提你当了正教授，然后又请你退休。这算是照顾面子吧？ 

季羡林：照顾面子，满足虚荣心。 

杨澜：我们查了一个数字，就是说在台湾大学，台湾大学它有四万多学生，它的教授和副教授加在一起大概有一千多人。而像“北大”它有一万多学生，它的教授和副教授加在一起却有两千多人，老师和学生的比例实际上是比较大的。 

季羡林：现在这样，现在“北大”这个教职工加起来八千吧，教员三千，职工五千。教职工跟学生的比例勉强一比二。一个教职工，两个学生，这个比例是世界没有的。原来教委规定，大概一比五，一个教职工对五个学生。跟国外没法比了，国外也没统计过。 

杨澜：您像您在德国上学的时候，德国的大学好像一个系里边只有一个教授，是 
这样吗？ 

季羡林：一个系一个教授，大系两个。 

杨澜：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评上教授呢？ 

季羡林：它那儿教授很有意思，他本人当然很有…它那个教授好像是有一点同行评议的味道。那时候我在那儿呆的德国那个大学，只有二十几个大学，那这一行，什么人在哪个大学，大家都知道。这样子，当然中国教授泛滥了，教授膨胀，这不是个好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教授这个什么东西，它给你是对你给社会的贡献，给你一种报答，可以起鼓励、促进的作用。像现在在中国，已经不起那个作用了。 

杨澜：有一个统计数字说，在九四年的时候，全国高校的教授就已经有三万多人了，副教授有十万人之多了，的确是一种很庞大的阵容了。 

季羡林：有一句话很难听，湖北说“教授满街走，讲师多如狗”，这话难听，不过确实是这样。 

杨澜：我想现在在中国的好了，教师的队伍恐怕还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青黄不接的。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大陆有一百多万的高级研究教学人才，就是把科学院这些都算上。但是四十五岁以下的仅占百分之六。也就说有一个统计说到2000年的时候，将近一半的这种高级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就退休了。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中国人才一个大的断档。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？ 

季羡林：现在就是…我用了个名字叫“海洋主义”，出洋、下海。 

杨澜：人才都流失了。 

季羡林：要么经商了，要么去留学了。 

杨澜：为什么会经商和留学呢？ 

季羡林：现在经商这样子，说老实话，一个教授要凭他的工资，他不够吃饭的。当然我这是一个人的开支。要给我两千钱，加上保姆什么一加起来，电话费什么费名目多得不得了，不够的。年轻人一看，听说儿女对父母讲他（她）说“你劝我念书，我念书念到你这个程度当上教授，不也是穷得不得了吗！” 

杨澜：现在甚至出现了大学老师的收入不如中学老师，中学老师的收入不如小学老师这样。 

季羡林：北京就是这样子…而且要市级的，北京市管的学校，比国立的，像“北大”、“清华”…工资高一倍。 

杨澜：那关于留洋的问题呢？从七八年到九七年，中国差不多已经有二十七万留学生，到海外去了。但是到九七年为止，其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回来。您过去也是留学生，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？ 

季羡林：我们过去留学，从来没想不回来，没有这个概念。我就是我那一代。当然留在外国不回来也有。包括说走就想不回来，但我那个地方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绿卡，也没有什么绿卡，我留在他国也可以。后来我跟剑桥大学签了合同，也可以到那儿去。回来以后一看，不行。因为是亲老、家贫、子幼，非我留在国内不行了。 

杨澜：如果当时没有家庭的牵挂，您是不是也可能会留在剑桥大学？今天我可能就要到“剑桥”去采访您了。 

季羡林：有这个可能，为什么原因，我当时回国，最大的一个思想斗争，就是我搞的那一套东西回国不能继续。没有杂志，没有书记，所以必须改行。回国以后，我最大的斗争在这个地方。我倒不担心中国留学生不回来，如果天天改的话，大部分会回来的，我这样说法有什么根据呢？我就说中国这个知识分子爱国主义根深蒂固。 

杨澜：总是希望给国家做一点事情。 

季羡林：总是这样的，就是加入美国国籍的，比方说李政道、杨振宁，这是大名鼎鼎的，他只要有办法，总是想帮中国。爱国之心未泯。 

杨澜：有些人也说，留学生之所以不回来，很多是因为那边的物质生活条件好，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，在您做学生的那个时代，中国的生活水平和西欧比，那个差距比现在还要大，为什么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留学生都回来了呢？ 

季羡林：那时候差距不大。 

杨澜：不大？ 

季羡林：为什么，在国外，在国内一回国，“清华”、“北大”回国以后不能当教授，“北大”叫副教授，得过渡那么几年。“清华”没有副教授这个名字，叫做专任讲师，得过渡几年。他回来拿的工资在国内，生活水平是高级的，三百块“大头”，四百块“大头”，那很高级了。反正起码不比国外低。 

杨澜：您觉得现在中国的高校都在说要进行这种体制上的改革。您觉得想要中国的高校…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？我们也在说我们要创办世界一流的大学，“北大”百年的时候也都提出这样的口号。您对这样的口号怎么看呢？ 

季羡林：这个口号很含糊，“北大”、“清华”就是一流，我听说，我不知道，没研究过。他们一流几流，有个条件就是经费，而经费，咱们只好甘拜下风。别的…比如说我们学校的教授，就比美国大学教授差，有的差，有的不一定差。 

杨澜：所以他不是一个个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问题。 

季羡林：不是个人素质，不是的。 

杨澜：像现在做一个大学的校长，可能最主要的精力，要放在怎么样去…能够拉赞助， 

季羡林：弄钱。 

杨澜：能够募到钱来。您有没有出去给学校拉过赞助什么的？ 

季羡林：我没有这个本领…我拉不来。 

杨澜：比如说在邓小平时代的时候，也在说“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”，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，现在又提到一个“科教兴国”的一个口号，其实大家听到的口号都已经很多了，但是您觉得在实际当中目前高校的这些老师们、教授们，他们觉得最需要…他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到他们的是什么呢？ 

季羡林：说句实话，最需要解决是经济问题，你把工资提高五倍、十倍，他的地位就提高了。像这样在那个收破烂的人的眼中，教授就不值钱了。那他自己怎么能够…摆架子也摆不出来。编的都是空话，就是提高了工资。教育经费这是这样子，你不要提高“科教兴国”什么兴国，先给增加教育经费。 

杨澜：我们现在国家的教育经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三，百分之二点四这样，当然年年都有增加，但比例是百分之二点三，但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，它也已经达到百分之三点五。像马来西亚甚至达到百分之六点九。泰国也接近百分之四，美国差不多百分之五点几到六，这个阶段，所以的确是…就这个比例来说，是比较少的。在发展中国家里也属于是最下边这四分之一的。 

季羡林：对，得从后边数，排名的话。 

杨澜：所以是不是觉得，如果要是能够把这个经费的问题，当然是国家有很多需要建设的方面，如果是国家的教育经费能够在国民总产值的比例进一步提高的话，比如说老师的待遇能够得到实质的改变，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青黄不接的问题，留学出国的问题，还有教育质量的问题，可能都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。 

季羡林：这样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教授工资等于香港的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一个月六万港币，等于我们…我们等于他的百分之一，就平均而言，百分之一。 

杨澜：季先生的家门口正对着一个池塘，原先池塘里没有什么绿色，季先生不甘寂寞，投了几粒莲子，不想几年之后，居然长出了满池塘的荷花，多达上千朵，他写散文的时候，窗户正对着一池莲花，难怪文思泉涌了。而我采访他的那一天，正逢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雪，池塘中的残荷也别有情调。按照季老的说法，荷花正在冰下冬眠，做着关于春天的梦。
